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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
———以上海市民参与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汪伟全,赖摇 天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摇 201620)

摘摇 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应急治理模式已成为我

国基层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 其中的城市居民作为应急响应的主体之一,其参与社区应急治理又

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面临种种困境而导致该群体的应急治理成效大打折扣。
此外,该群体面临的困境背后也存在复杂的作用机理,过往的研究对此却少有关注。 在此基于扎根

理论对 35 名上海市社区应急响应者进行深度访谈,并对访谈文本进行梳理与编码。 经归纳分析

后,得到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及相关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应

急响应的困境可分为内、外两大部分,其中内部困境可细分为团队困境(包含人手短缺与人员素质

不齐)与个体困境(包含家庭负担、工作负荷与负面情绪);而外部困境则反映为政策、制度困境(包
含制度僵化、物资匮乏与宣传缺位)与环境困境(包含气候恶劣与群众质疑)。 在此基础上,政策、
制度困境作用于团队困境与环境困境;环境困境作用于个体困境;而个体困境又作用于团队困境。
进一步构建并完善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从而有益于学界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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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摇 言

当前,我国面临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各类危机

事件在基层社区层面已屡见不鲜且呈现叠加、扩散

之势。 传统的应急响应模式业已落后于时代的步

伐,从而面临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1]。 本次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COVID-19)来势汹汹,对我国各级政

府的社区应急治理工作构成了严峻考验。 在此情形

下,我国在本次疫情防控中采取刚性的应急管理模

式,实现了“自上而下冶的高效管理,由中央统筹全

局,地方大力配合并主导应急防控[2],最终实现对

于疫情的及时有力的控制。 但就本次疫情的社区应

急响应状况而言,城市居民的应急响应积极性未能

得到充分调动,且部分已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的应急

响应者也面临种种困境。
事实上,应急响应是应急管理学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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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可被视为对于灾害的深入“田野研究冶 [3],是
对于应急动员的一种回应。 其上承应急动员,下接

应急协同,可谓是应急管理中极为关键的“枢纽冶。
已有研究对基层应急动员的逻辑机制等作出了阐

述[4],并认为除应急动员阶段外,应急响应阶段也

同样会对自我概念产生持久的影响[5]。 有鉴于此,
本文认为:城市居民响应社区应急治理是指当面临

公共危机时,城市居民对有关部门或组织发出的应

急动员所作出的呼应和反馈,可表现为公民参与社

区的相关应急治理工作。 而本研究也旨在探索公共

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应急治理所遭遇的

困境及相关作用机制。 针对这一领域,国内外学界

已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基于灾害社会学、应急响应协

同网络、利益相关者、应急决策与优化以及影响因素

等多重视角进行深入的探究。 整体而言,对该领域

的相关研究已取得较丰富的成果,但对于公共危机

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研究则较为

缺失。 尤其是,当居民遭遇诸如新冠疫情这类突发

公共卫生危机时,其应急响应过程中又会面临何种

困境? 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又如何? 以往的文献并未

对此加以重视并充分研究。
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在于,当面临公共危机情

境下的应急动员时,城市居民在响应社区治理的过程

中存在何种困境? 这些困境又如何影响着居民参与

到社区应急治理的事务中? 具体而言,第一个问题需

要探索和挖掘居民在应急响应过程中的干扰性因素,
而第二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探讨居民响应社区应急治

理工作所面临的困境的作用机制。 上述两个问题在

当前的学术界皆存研究空间,本文便对此加以探究。

二、文献综述

公共危机的应急响应环节已得到海内外研究

者的广泛关注,且对于公民应急响应的相关研究可

谓视角各异、方法繁多。 从相关文献看,有五大方面

业已成为学界探讨的焦点,现作出如下梳理:
从灾害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受灾群众内心形成

的“共同情感冶将使其增进彼此间的联络,并促成该

群体成员的互助以及对灾害的响应[6]。 Lorenz 提出

灾害响应过程中的参与行为可被用于衡量系统改变

自身结构以应对外部干预的能力[7]。 我国学者周

利敏提出,民众是灾害现场的“第一批传感器冶,应
尽早将其确立为“第一响应者冶,方能大幅提升灾害

处置的水平[8]。 学者张海波等基于“鲁甸地震冶的

案例指出,突生组织网络相较于个体组织更有助于

灾害爆发后的应急响应工作,且能进一步提升应急

响应的适应能力[9]。
从应急响应网络的视角出发,应急响应的主体

并非单一,而是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 “响应网

络冶,其本身兼具复杂性与动态性。 其所涉及的各

个机构之间往往缺乏协调,这是临时多机构组织灵

活发展的固有难点[10]。 Kapucu 等比较了应急响应

情形下的纵向和横向网络,认为高效的应急管理网

络可强化灾害响应的成果,因此应急管理人员应尽

可能将他们的组织文化、结构和流程运用于应急响

应的协作中[11]。 不过,由于响应网络本身的复杂

性,其同样会招致各类意外事件。 据此,应当“明确

应急响应规划的有限性,且强调协同的管辖和治理

领域冶 [12]。 当前,我国应注重“响应网络冶中各主体

的协同救援水平的提升[13],引导应急管理体系逐步

从“全灾害冶管理向“全过程冶管理演进。 马奔等认

为,应急协作的网络管理组织具备“权力和资源的

绝对优势冶,而灾害预案所设立的目标与事故中实

际的应急协同网络的表现之间则存在一定差距[14]。
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危机事件往往引起

公民的利他主义和同情主义情感,继而萌生组织

(非组织)性的利他性行动,这对于应急响应和救援

具有重要意义[15]。 樊博等将应急响应的参与者划

分为七大类,从而用“权力性冶 “合法性冶与“紧急

性冶来加以阐述[16],并指出“职能分割的不当将导致

应急响应的效能大幅降低冶 [17]。 也有学者指出,应
急动员的过程中,不同主体各自的利益也存在差异,
因此只有对参与应急治理的利益相关者作出明确界

定,并实现公私利益的兼顾,方能建构科学合理的应

急治理机制[18]。
从应急决策与优化的视角出发,在应急响应过

程中,相关的决策问题大多具备较高风险性与不确

定性,据此可通过建构故障树(FT)来阐述危机事件

演化的条件与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19]。 与此同时,
应急响应可能因地方政府的“决策规避冶 “决策忽

略冶及“决策迟疑冶而导致“失灵冶 [20]。 对此,学者钟

开斌认为,我国的应急响应工作呈现出“反应缺失冶
与“反应过度冶的极端情形[21]。 国内的应急响应体

系仍需要进一步从“科层制冶向“有机体冶迈进,在保

留高速响应能力与高效动员能力的同时,也应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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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僵化、封闭等弊端,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未知的和

“看不见的冶风险[22]。
从影响因素的视角出发,外国学者认为灾前计

划、应急管理人员与民选官员之间的公开沟通以及

技术的使用均对社区响应产生了重大影响[23]。 事

实上,应急动员是否被响应是一种“可被测量的个

体差异冶,影响要素为“险情、对于突发事件的经验、
应急状态下的焦虑和应急准备冶 [24]。 部分学者运用

空间理论提出,国家能力的减弱、应急救灾的道德象

征意义和情感意义、民间社会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

的能力均可以解释公众响应应急动员的相关问

题[25]。 此外,如政策法规、媒体、个体自身的能力和

素质、是否具备参与意识等均存在显著影响[26]。
如上所述,灾害社会学视角、应急响应网络视

角、利益相关者视角、应急决策与优化视角和影响因

素视角均成为国内外应急响应研究领域的焦点。 在

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过往研究也存在以下缺陷:淤
对于公共危机情境下,在我国城市占据最多人口的

主体———社区居民的应急响应情形少有研究。 于过

往研究对于社区应急响应者在实际工作中面临哪些

困境,困境背后又存在何种作用机理的研究略显缺

失。 例如,陈迎欣等虽然阐述了公众响应灾害救援

的影响因素,但均为正向因素,并未探讨哪些因素会

导致负向的结果,表明该方向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盂从研究方法角度看,过往对于应急响应的理论探

究大多借助于经典案例,或是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

量化分析来得到相关影响因素,且数据来源也多为

二手资料,至于深度访谈法却较少被研究者运用。
有鉴于此,本文以扎根理论为指导,运用深度访

谈的方式进行数据信息的采集。 通过对公共危机情

境下社区治理响应者的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和整合,来
探索该群体在社区应急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并
深入挖掘诸困境因素彼此间的作用机理以及相关的

作用机制,从而填补过往研究的缺失。 此外,本文以

探索性研究的形式展开,而非量化统计的方法,研究

目的偏重于发现和挖掘,而非检验变量的显著性。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1. 研究方法

本文拟通过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的研究方法

加以展开。 该理论遵循解释性的传统,受到符号互

动主义的影响(Blumer 1969),最初诞生于社会学家

Glaser 与 Strauss 的相关著作中[27]。 该理论提倡“在
立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挖掘理论冶,而非依据学界

已有的理论和结论去验证自身的假设。
受访者被大致问及:淤新冠疫情期间,您如何

看待本社区的应急动员和应急响应工作? 于您认为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大家参与社区的应急抗疫活动?
盂您如何看待身边其他的应急治理参与者? 榆在您

看来,本次新冠疫情期间阻碍人们参加社区应急治

理的因素有哪些?
2. 数据来源

本次深度访谈的持续时长均保持在 30 ~ 60
min,确保受访者可以畅所欲言。 在得到初始访谈文

本后,研究者依据“理论饱和冶原则(抽取访谈样本

直至不再产生新的概念和主题),在对 35 名受访者

的访谈文本进行抽取和编码后,实现了理论饱和。
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摇 受访者基本信息

项目 类型 人数 / 人 百分比 / %

性别

年龄

学历

身份

男 16 45. 7
女 19 54. 3

35 周岁及以下 3 8. 6
36 ~ 44 周岁 4 11. 4
45 ~ 54 周岁 3 8. 6
55 ~ 64 周岁 13 37. 1

65 周岁及以上 12 34. 3
初中及以下 11 31. 4

高中 7 20郾 0
大专 4 11. 4

本科及以上 13 37. 1
党员 22 62. 9

非党员 13 37. 1

其中男性受访者 16 人,女性受访者 19 人,各自

占样本总量的 45. 7% 与 54. 3% ,性别分布较均衡。
此外,接受采访的应急响应者的年龄段较偏重于 55
周岁以上的退休人群(占样本总量的 71. 4% ),因这

一群体相对闲暇时间较多,且更为热心于社区公共

事务,也大致符合上海市社区的实际情况。 值得一

提的是,22 位受访者为中共党员,占到样本总量的

62. 9% ,群众则占到 37. 1% ,反映出党员群体较高

的思想觉悟。 最后,受访的应急响应者的自身学历

分布大体均衡,在地域上也实现了上海市各个区县

的覆盖,因此访谈样本选取的客观性较好。

四、范畴提炼与模型建构

扎根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需要经过开放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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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三个关键环节[28]。 “三
段式冶编码法尊奉归纳与迭代的流程,最终建立起

新的理论模型,具体如下:
1. 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中,研究者基于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
采取逐行编码的方式,对原始的访谈资料在理解的

基础上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和编码,并形成了初始

的抽象概念。 在范畴化时,计算相关概念的出现频

次,并利用 NVIVO 软件将出现频数较少(小于五

次)的概念范畴加以剔除。
基于开放式编码的结果,本研究初步共产生 14

个初始范畴,分别为:制度僵化、物资匮乏、宣传缺

位、感染风险、气候恶劣、人员素质不齐、群众质疑、
人手短缺、损害健康、家庭负担、亲人反对、工作量

大、工作过久以及负面情绪。 因篇幅所限,此处仅列

出范畴对应的两条原始语句,见表 2。

2. 主轴编码

作为编码的第二阶段,主轴编码通过持续的整

合、归纳以及演绎,可对概念代码和范畴作出进一步

分类[29]。 将零散的各类范畴归纳整合后可以得到新

的范畴,从中构建范畴之间的相应的逻辑关联。 最

终,发现各范畴之间具有一定的层级与包含关系,也
即是主要、次要的范畴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再次梳

理和归纳后,得到制度僵化、物资匮乏、宣传缺位、气
候恶劣、群众质疑、人手短缺、人员素质不齐、家庭负

担、工作负荷以及负面情绪共 10 条相关范畴(见表 3)。
3. 选择性编码

如表 4 所示,本研究整合得到 4 条主范畴,10
条次级范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8 大联结机理,
从而构建了“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

理的困境模型冶(见图 1)。

表 2摇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范畴 受访者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制度僵化
A10摇 条条框框有时候真的很麻烦,做什么都需要批条和证明。
A32摇 还是希望政府部门能够特事特办吧,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手续。

物资匮乏

A8摇 我们当时物资紧缺,用的口罩都还不是 N95 的。 至于护目镜、防护服是根本想都不用想。
A22摇 疫情当前,相关的检疫肯定比较麻烦的。 最紧缺的还是医疗物资吧,我这边口罩、手套、防护服这些倒是能在指定的地
点领取,但是这些东西的质量(好坏)就只能碰运气了。

宣传缺位
A19摇 因为她是一个之前被确诊的(病人),虽然是治愈了,但我也不知道她身上还带不带病毒,也不好意思问她本人。 没办
法,最后就放弃(离职)了。
A23摇 大多数人都是“凡人冶,也会害怕,如果再不加以宣传和激励那肯定不愿意上前线的。

感染风险
A1摇 疫情这么严重,只要是出了家门多少都是在冒风险的,更别提在外面站岗了。
A11摇 虽说我们社区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很高,但是大家扎堆做事情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要是谁被感染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气候恶劣
A20摇 那时候真叫是“天公不作美冶啊,又是风又是雨的。 就算弄个帐篷挡雨,雨水还是会飘进来,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冷
得直跺脚。 那晚我们站了差不多 5 个小时(岗),结束的时候手脚冰凉,浑身都冻透了。
A22摇 遇到突然降温的时候,特别是半夜里,真的太冷了,戴着手套手都能冻僵。

人员素质
不齐

A3摇 有些志愿者年龄大了身体吃不消、有些学历又不太够。 还有个别应急工作者可能是因为连日工作、精神太紧绷了,所以
白天就精神萎靡、效率较低。 有些年轻的志愿者面对新冠这种严重的疫情也没啥经验,显得手忙脚乱的。
A4摇 社区工作种类繁杂,我们这边有些志愿者自身时间又不够充裕,也就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

群众质疑

A13摇 会遇到很多不理解我们工作的人,有的不给开门,也有的假装不在家,还有拒不填写的情况。 在坚守卡点过程中也同样
会遇到极少数特别固执的人,(这类人)不能碰、不能拉,只能联系(他们的)家人给带回去。

A15摇 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居民,有些非但不理解我们,还把我们当成骗子看待。 有些干脆拒绝填写个人和家庭的信息,需
要我们苦口婆心去劝说。

人手短缺

A17摇 我是 1 月份的时候加入的团队,成了我们社区防控点的志愿者,总体来讲我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有时候防控工作开展会
比较困难。 比如说,我们的巡逻人员有限,就不可能经常去那几个群众聚集的场所疏散人群。

A26摇 我们这边应急志愿者的人数不多,但是因为小区的人多,所以每天要做的事情倒是不少的,而且也比较琐碎。 就算是有
(更多)志愿者参与进来,人手也是远远不够的。

损害健康
A9摇 按照排班的话,我们每人每天差不多得穿着厚实的隔离服工作 8 小时,有时候会更久。 站在那边会很闷热、很辛苦,而且
心理压力也比较大。 之前我们有一位阿姨,本来有风湿病,因为户外工作太久了,她的腿疼又犯了,心情也很糟糕。
A29摇 忙起来很难吃上一顿(饭)的,空下来就泡个面、啃点面包啥的。

家庭负担
A5摇 父母都上了年纪,除了腿脚不好还有一些慢性病啥的,每天都得按时吃药。 我在外头站岗,每天都得打电话回家提醒他
们按时吃药。
A24摇 家里的小孩没有我在边上“盯着冶,基本没法静下心学习的。 但是我这边也很关键啊,不能走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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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范畴 受访者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亲人反对
A25摇 我刚走没多久,我爸就知道了,他给我说“你要是走了,我就当没你这儿子。冶
A34摇 报名的时候是瞒着老婆的,后来给她知道了好几天都没睬我。

工作量大

A2摇 我们得对每栋居民楼都进行挨家挨户的摸排调查,工作量比较大,有时候可能一整天都要在岗。 遇到有些老旧居民楼没
有电梯,那就是一层又一层,一遍又一遍地跑。 至于平时也都处于临战待命的状态,(上级)要求我们上午到,我们就得上午
到;要求下午到,我们就得下午到。
A16摇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跑啊,如果正好轮到我(站岗),那差不多一天得站 10 个小时吧,浑身酸痛。

工作过久
A30摇 我们早上五六点起,凌晨两三点到家也是常有的。 很多时候大家不会说出来,但是疲惫都刻在脸上呢! 实在熬不住也
会眯一会儿,但是也睡得不怎么踏实。
A35摇 这种关键时刻嘛,长时间工作是再正常不过了,我觉得也没啥好抱怨的。

负面情绪

A28摇 虽说做这个社区应急志愿者,让我收获颇多。 但我也算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性和道德的煎熬吧,也遭受过几次打
击,内心会有种被抛弃、被冷落的凄楚。

A33摇 有时候我们应急志愿者也会被一些求助者的问题所影响,会引发我们的不安和焦虑。 对于一些不信任我们,又不配合
我们工作的居民,我们生气归生气,但更多的是无奈。

摇 摇 注:A**表示第 X 位受访者的回答(均出自 35 位受访者的原始语句)。

表 3摇 主轴编码与主要范畴

类别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的内涵

外部因素范畴

内部因素范畴

政策、制度困境

环境困境

团队困境

个体困境

制度僵化 应急响应配套的制度僵硬、刻板,造成应急响应者实际参与工作的不便。
物资匮乏 应急响应过程中,配套资金、设施等物质资源的缺乏。
宣传缺位 应急响应过程中,有关部门和组织对于相关事务的宣传不足。
气候恶劣 应急响应者在工作中所遭遇的极端天气。
群众质疑 应急响应者在工作中面临着来自周围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等情形。
人手短缺 应急响应者所在的团队和组织面临人手不足的局面。

人员素质不齐 应急响应者所在的团队和组织成员素质良莠不齐。
家庭负担 应急响应者所在的家庭为其带来的生活压力和负担。
工作负荷 应急治理事务过于繁重所带来的负担。
负面情绪 应急响应者在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情感。

表 4摇 选择性编码与典型联结机理

联结机理 内涵阐述 代表性语句(提炼出的关系结构)

政策、 寅制度困境

居民响应困境

摇 摇 政府部门制定的应急管理行政法规及政策是否科

学、实际在执行的过程中是否走样、变形,以及推行的基

层应急治理模式是否存在僵化现象等均会影响公民应

急响应的状况。 此外,有关部门供给社区应急治理参与

者的基础配套设施是否完善、能否在物质层面维持基层

应急治理的运作,以及面向社会的宣传动员工作是否到

位等均关系到应急响应者的成本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动员的成效。

A10摇 条条框框有时候真的很麻烦,做什么都需要批条和

证明。

A8摇 我们当时物资紧缺,用的口罩都还不是 N95 的。 至

于护目镜、防护服是根本想都不用想。

寅环境困境

居民响应困境

摇 摇 公民响应社区应急治理与外部的环境因素也有关

联。 一方面是以气候状况为代表的自然环境因素,例
如,过于严寒(或炎热)的天气会使其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下降。 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也会产生深刻影响,若是面

对过多来自群众的质疑,同样也会挫伤其面对工作的积

极性。

A22摇 遇到突然降温的时候,特别是半夜里,真的太冷了,
戴着手套手都能冻僵。

A13摇 会遇到很多不理解我们工作的人,有的不给开门,
也有的假装不在家,还有拒不填写的情况。 在坚守卡点

过程中也同样会遇到极少数特别固执的人,(这类人)不
能碰、不能拉,只能联系(他们的)家人给带回去。

寅团队困境

居民响应困境

摇 摇 城市居民响应社区应急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也往往

受到自身所处的团队的影响。 倘若自身所在的团队面

临人手短缺,或是团队成员的个体素质明显良莠不齐等

问题,则容易导致部分响应者因身兼数职、不堪重负而

导致工作效率下降。

A26摇 我们这边应急志愿者的人数不多,但是因为小区的

人多,所以每天要做的事情倒是不少的,而且也比较琐

碎。 就算是有(更多)志愿者参与进来,人手也是远远不

够的。

A4摇 社区工作种类繁杂,我们这边有些志愿者自身时间又

不够充裕,也就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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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联结机理 内涵阐述 代表性语句(提炼出的关系结构)

寅个体困境

居民响应困境

摇 摇 应急响应者面临的困境与其自身因素有关。 例如,
参加应急治理工作是否会影响其家庭的生活、是否存在

家中有老人或小孩无法照看的情形等。 另外,响应者本

身也可能存在工作量过大、工作时间过久等问题,从而

易诱发其本人的负面情绪(焦虑、沮丧、不安等)。

A5摇 父母都上了年纪,除了腿脚不好还有一些慢性病啥

的,每天都得按时吃药。 我在外头站岗,每天都得打电话

回家提醒他们按时吃药。

A16摇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跑啊,如果正好轮到我(站

岗),那差不多一天得站 10 个小时吧,浑身酸痛。

政策、 寅制度困境

团队困境

摇 摇 有关部门出台的应急政策、制度等会对社区应急治

理的团队造成影响。 例如制度的僵化、刻板易导致应急

响应迟缓,而相关应急培训政策的缺位也很大程度上造

成基层响应者的素质良莠不齐;此外,应急配套物资和

设施的缺乏也极易引发人员的流失,而缺少宣传或宣传

不力也往往使基层应急治理面临人手短缺的困境。

A17摇 我们(团队)的应急志愿服务的氛围是有的,但是

问题也挺多。 没有新人加入(我们),有些志愿者就不得

不身兼数职,人手着急是常事;在卫生中心那边,又没有

特别好的设备,场地也不够,医护人员高水平的也少,所
以实际的作用就比较有限。 感觉还是因为统筹不够完

善,哪类问题冒出来了,上级要求我们解决哪块我们就突

击去把它解决掉,也没有特别明确和系统的规划。

A2摇 对于社区居民的宣传动员还是应该加强的,至少要让

他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事,就算不能加入进

来,也应该积极配合防疫工作。

政策、 寅制度困境

环境困境

摇 摇 有关部门出台的应急政策、制度等会对应急响应的

环境氛围造成影响。 若应急响应者难以抵御极端的气

候,则其士气易下降,工作也将陷入困境。 此外,若相关

宣传不到位,则难以获取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从而使其产生对基层应急工作和应急响应者的质疑。

A22摇 这个防护服嘛,就是在(衣服)外面罩一件一次性

的雨披起到防护作用。 有时候连着几天都持续降温,我
们站在外头只能搓手来取暖了,而且站久了也容易累。
我们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送来一些劳防用品,帮
助我们更好地工作,但是目前而言可能在经费和物资的

统筹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

A15摇 辛辛苦苦做事,被当成搞推销的、搞诈骗的,你会开

心吗? 现在的正面宣传还是不够的。

寅环境困境

个体困境

摇 摇 环境因素会对应急响应者本人造成影响。 例如,来
自社会公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以及各类质疑易引发其负

面情绪,从而对其响应工作形成困扰。 此外,恶劣的工作

环境和极端的气候也给应急响应者带来更大的工作

负荷。

A33摇 有时候我们应急志愿者也会被一些求助者的问题

所影响,会引发我们的不安和焦虑。 对于一些不信任我

们,又不配合我们工作的居民,我们生气归生气,但更多

的是无奈。

A20摇 那时候真叫是“天公不作美冶啊,又是风又是雨的。
就算弄个帐篷挡雨,雨水还是会飘进来,打在我们的身

上,我们是冷得直跺脚。 那晚我们站了差不多 5 个小时

(岗),结束的时候手脚冰凉,浑身都冻透了。

寅个体困境

团队困境

摇 摇 社区应急响应者本人的一些特质往往对其所属的

应急治理的团队造成影响。 例如,面临较大家庭压力、对
于应急工作不堪重负、在工作过程中堆积过多的负面情

绪等均可能导致该应急响应者放弃参与,使整个团队的人

手短缺。 此外,由于部分应急响应者的家庭负担较重,其往

往不具备时间和精力参与相关的应急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因此导致所属的应急治理团队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A7摇 有时候你表现得太积极了也不是好事,特别是队员们

都想早点回家的时候,你就会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A33摇 有时候其实基层的抗疫人员也需要心理援助,经常

会遇到好心劝解群众反而遭到对方恶语相向(的案例),
就会让人比较心寒。 这时候就会有志愿者抱怨说好人难

做,慢慢地也就不来参加活动了。

图 1摇 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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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阐述与研究发现

依据上述模型,可以认为,政策与制度困境、环
境困境、团队困境与个体困境是城市居民在应急响

应过程中所面临困境的 4 个主要范畴。 其中,前两

类困境隶属于外部困境,而后两类困境隶属于内部

困境。 与此同时,10 条次级范畴也分别隶属于上述

4 个主范畴,并由此形成诸多联结机理:
1. 政策、制度困境是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

响应社区治理的外部困境

基于访谈文本的编码分析,发现制度僵化、物
资匮乏、宣传缺位等因素对于公民的应急响应行为

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 这些因子很大程度上形成了

政策、制度层面的困境,并对公民的应急响应形成消

极作用。 在我国,有关部门的应急政策、制度的制定

与落实状况对于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具备一定影

响,但诸如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

依旧屡见不鲜[30]。 结合本次访谈的对象,可以发现

“批条冶“证明冶等词屡被提及(A10、A32)。 这导致

基层应急治理行政成本的扩大,也反映出部分社区

应急管理制度的僵化。
而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又将直接导致应急物资

的短缺。 本次访谈充分暴露出我国在新冠疫情期

间,部分社区的保障性物资供应不足、应急配套设施

缺失等问题(A8、A22)。 这论证了有关部门的应急

物资储备制度仍有待健全和完善[31]。 过往的研究

普遍认为,对于社区应急治理的参与者,物质层面的

激励通常并非他们参与治理的首要目标,但适当的

物质保障如食品、药品、防护用品等或将为其提供更

为充足的抗疫信心与工作动力;反之,则会大大挫伤

其积极性。
另外,应急响应的主体不仅是各级政府,社会

力量的加入将有力地填补“政府失灵冶带来的空白,
形成“社区响应冶与“精准防控冶的有机耦合[32],而
宣传的缺位则不利于推动社区应急响应工作的开

展。 已有的研究表明,宣传的缺位将给社区应急响

应以及后续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甚至造成部分参

与者的恐慌(A19)。
2. 环境困境是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

社区治理的外部困境

已有的研究认为,外部因素中的自然环境与社

会环境同时作用于人性[33],而人类的自我发展也会

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引导与促进[34],从而具

备交互的关系。 依据已有理论,可知在公共危机情

境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均会对公民的应急响应

行为形成作用,二者皆可使应急响应者陷于困境,并
削弱其工作的效率(A22)。

具体来说,已有结论表明“对于气候变化的感

知的差异,是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行为效果差异的

重要原因之一冶 [35]。 本次新冠疫情的基层防控过程

中,由于社区应急志愿者大多需要长时间的露天工

作,因此极端天气会对其形成较大干扰,反映在“雨
水冶“寒冷冶“冻僵冶等词频繁出自受访者之口。

除自然环境外,部分社会公众的不理解、不配

合(A13),乃至于恶语相向(A33)等所带来的不良

社会氛围,也同样对基层应急治理的响应者造成困

扰,继而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已有研究认为,社会公

众的事实参与会表现为“特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需

求冶对于特定制度的发展[36]。 若是无法得到周围人

的认同,则社区应急响应的行为或将受到影响。
3. 团队困境是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

社区治理的内部困境

张勤等认为,应急治理所提供的服务虽然具有

灵活机动、面向群众的优势,却也存在专业化程度较

弱、信息资源不足、难以组织等缺陷[37]。 因此,通过

建立健全相应的应急治理团队,便可在最大程度上

实现应急资源的高效整合,通过凝聚起来的人力、物
力来弥补上述缺陷。 但也不可忽视团队成员的个体

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冲突关系。 卫旭华等指出,团
队内部的关系冲突将抑制团队的整体绩效[38],从而

对应急组织整体的工作效率形成干扰[39]。 本次访

谈中也反映出,倘若团队出现人手短缺,或是某些成

员素质不高的现象,则往往会影响到团队中的其他

应急响应者(A17)。
此外,在基层应急响应团队中,部分成员存在

“经验不足 ( A3)冶 “精神萎靡 ( A3)冶 “缺少耐心

(A4)冶等现象。 而部分受访者认为,这类团队成员

的存在将影响整个组织的“抗疫热情冶和“工作效

率冶。 事实上,在团队中存在的社群性可有助于个

体成员克服在应急响应中的惰性心理。 正如

Kapucu 指出,应急组织中的“友谊网络冶对于组织成

员参与治理非常重要,而应急准备期间的协作关系

则影响了灾害响应期间的协作[40],也即构建起一套

团队成员之间的“协力机制冶,从而使应急响应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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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互信互赖。
4. 个体困境是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

社区治理的内部困境

基于相关编码,发现应急响应者自身的特质与

其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如年龄和

家庭等个体性因素易导致其参与行为的差异。
Janoski 认为,青年应急响应者倾向于受到人际关系

的激励并获得与人际关系相关的结果,而中年应急

响应者亲社会的态度较为明显[41],老年应急响应者

则更易受到社区义务的激励[42]。 已有理论也指出,
从家庭层面看,“父母自愿参加志愿服务冶的事例以

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反映出言传身教的榜样

力量[43]。 反之,一旦应急响应者的家庭生活因其参

与应急治理工作而陷入困境[44],则其往往会受到来

自家庭的束缚(A5、A24),从而降低其响应社区应急

治理的积极性。
除去家庭因素,工作难度过大、持续时间过久

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也是社区应急响应者所面临的一

大难题。 Caricati 等的研究论述了应急响应者的自

我效能感以及认同感对其职业、生活质量的积极和

消极方面的影响[45]。 通常而言,倦怠感是一种“因
工作负荷而生成的疲惫无力感冶 [46],体现在本次访

谈中“工作超时冶“工作超额冶等屡见不鲜,而这部分

受访者均表示“工作量比较大(A2、A16)冶。
另一方面,个体的困境也源于自我情绪调控的

失败。 Jasper 指出,社会应急动员应注重积极的情

感因素对于人们参与的影响,如此可以充分动员潜

在的社会响应力量[47]。 但从客观上看,新冠肺炎流

行期间,社会心态中既有利于抗疫防控的 “正能

量冶,也 同 样 存 有 不 利 于 疫 情 防 控 的 “ 负 向 情

感冶 [48]。 例如不少受访者均表示,来自部分社区居

民的敌视、嘲讽等态度使其在应急工作中产生了诸

多负面情绪,譬如焦虑、不安、厌倦、被抛弃(A28)等
等,可见消极的个人情绪的确不利于相关应急治理

工作的开展,也印证了过往的研究理论。
5. 应急响应过程中,政策、制度困境作用于团

队困境

当前,我国的“一案三制冶应急管理制度得到了

进一步完善,但政府的主导地位被过于强调也弱化

了多元主体在相关事务中的参与,导致其他主体的

治理能力弱化。 此外,我国基层应急治理相关的培

训教育机制也有待加强,许多志愿者仅会在大型活

动前接受简单的认知培训[49]。 而这将导致部分受

访者所反馈的“年轻的志愿者面对新冠这种严重的

疫情没啥经验,显得手忙脚乱的(A3)冶这类情形大

量发生。
另外,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应急响应行为往往具

有一定的志愿服务色彩,有关部门应把握好制度规

范、组织架构与协作机制三个方面,推动我国社区应

急响应机制从无序走向有序[50],尽可能避免受访者

所提及的“人手着急冶 “身兼数职冶 (A17)等局面。
另据“统筹不够完善冶 “没有特别明确和系统的规

划冶(A17)等评价,不难发现应急治理的政策制度一

旦出现缺陷,或将导致基层应急响应团队的工作陷

于困境。 对此,学界认为应构建起应急治理中政府

职责与行为的整合性解释框架[51],并基于决策、保
障、控制等视角的联动来积极构建快速响应的突发

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52],从而化解应急响应团队的

困境。
6. 应急响应过程中,政策、制度困境作用于环

境困境

陶鹏等认为,应急响应体系的脆弱性来源于

“管理制度与管理内核冶,指出应急响应的变革需要

横纵向同时推进[53]。 结合访谈发现,公共危机情境

下,有关部门出台的应急响应政策、制度等确实会对

应急响应的氛围造成一定影响。 例如,一旦保障性

的应急配套设施难以跟进,则应急响应者或将受困

于极端的气候,导致其工作效率和积极性的降低

(A22)。
而从社区应急治理的大环境看,来自外界的支

持与认可对于治理服务的持续意愿同样具有积极影

响。 有研究证明,在应急治理服务具有积极社会信

号价值的国家中,参与行为的比率明显更高[54]。 反

之,若有关部门对基层应急响应工作和应急响应者

的宣传不到位,则难以使相关治理工作获取广大社

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甚至可能使后者产生对基层

应急治理工作和应急响应者的质疑(A15)。
7. 应急响应过程中,环境困境作用于个体困境

新冠疫情期间,内、外部的环境因素均对应急

响应者本人及其应急治理工作造成影响。 首先,来
自外界的恶劣气候与糟糕的工作环境或导致应急响

应者的负面情绪,而心情不佳也将显著抑制公民的

组织行为与工作绩效(A9、A20) [55]。
其次,源于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也同样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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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急响应者。 由于新冠疫情的威胁性和持续性,
社会公众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心理波动[56],而许多在

公共危机情境下的应急响应者,也往往在同其他群

众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替代性创伤冶,乃至于形

成“创伤后的压力疾患冶,引发自身的焦虑不安

(A33)或无奈气愤(A15)。
8. 应急响应过程中,个体困境作用于团队困境

应急响应者与其他团队成员的相处情况在很

大程 度 上 决 定 了 其 是 否 继 续 留 在 该 团 队[57]。
Vecina 等指出,应急志愿者的主观满意度(对组织

管理或任务的满意度等)对应急治理行为的持续性

和持久性具有一定关联[58],甚至被视为是“持续提

供应急志愿服务的唯一决定因素冶,以及对未来应

急志愿行为的潜在预测指标[59]。 与之相呼应的则

是,在团队中“缺乏自主权和发言权冶 “感到疏离冶
“志愿者与组织之间的脱节冶以及“对团队的领导层

缺乏信心冶等均可导致应急响应者的流失[60]。 基于

访谈文本,本次疫情期间,应急响应者在个体层面的

困境大多源于家庭方面的压力(A25、A34)、高负荷

的工作带来的情绪低落(A16、A30),以及因负面情

绪堆积而导致的团队人手短缺(A33)。
与此同时,响应者个体过分讲求“合群冶与“中

庸冶同样会导致其消极的应急响应行为。 “中庸冶思
想在国人的为人处世中具备重要地位[61],放弃了中

庸之道往往易导致自身与团队成员的格格不入,但
过于追求中庸又不利于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本次

访谈中也体现了传统“中庸冶思想所形成的负面效

应(A7)。

六、结摇 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本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虽

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主导冶更多应当是

“领导冶与“指导冶,而非“包办冶,由传统的“命令型冶
应急动员机制向“治理型冶机制加以转化也必然是

一项循序渐进的重要任务[62]。 而在此过程中,广大

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和高效参与是极为关键的一

环。 唯有充分唤醒、发起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并加

以妥善有序的组织、引导和协调,方能打造覆盖全社

会的高效基层应急响应体系[63]。 但就学界目前的

研究而言,尚存诸多缺失之处。
有鉴于此,本文探究了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

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以及困境背后的作用机制,

并据此构建起相应的理论模型。 经整合,本文的研

究结论为如下六点:淤我国社区层面的应急响应工

作,以及相关的应急治理事务,往往面临着来自内外

部的双重困境。 就本研究而言,可认为在公共危机

状态下,公民的应急响应状况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于政策与制度困境(含制度僵化、物资

匮乏、宣传缺位)、环境困境(含气候恶劣、群众质

疑)、团队困境(含人手短缺、人员素质不齐)与个体

困境(含家庭负担、工作负荷、负面情绪)四类困境,
是城市居民在应急响应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其中前两类属于外部困境,而后两类则属于内部困

境,它们均可对公共危机情境下的应急响应者及相

关应急治理工作形成负面影响。 盂应急响应过程

中,政策、制度困境作用于团队困境。 榆应急响应过

程中,政策、制度困境作用于环境困境。 虞应急响应

过程中,环境困境作用于个体困境。 愚应急响应过

程中,个体困境作用于团队困境。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淤对于学界较为忽视的,

城市居民在公共危机情境下响应社区治理的诸多困

境,以及相关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于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已有的研究大多运用经典案

例或是量化统计的方式。 前者的数据来源多为二手

资料,后者则大多通过“假设-验证冶的模式来得到

相关的影响因素,整体上对于该领域的质性研究相

对薄弱。 因此,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来对过往的研

究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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